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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评注

孙思琪１，２

（１．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院，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２．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要：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关于国际条约国内适用的规定源自原《民法通则》第 １４２ 条第 ２ 款，２０２５ 年修

订时由“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移至“附则”章，其性质并非冲突规范。 条约的适用首先应当依据条约本身关于适

用范围的规定，《１９９２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条约的适用范围并未局限在具有涉外因素的情形，但中国司

法实践长期以来仍将具有涉外因素作为适用条约的前提条件。 对于已对中国生效的条约，应当首先根据条约的适

用范围确定条约是否适用，而后再由冲突规范指引确定准据法；但对于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如果准据法对应法域

是条约的缔约国，且符合条约的适用范围，仍应适用条约。 条约在中国适用的其他问题包括：《海商法》无对应章节

的条约的适用、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的适用、保留制度及其新近发展、“与本法有不同规定”应否作为条约的适用条

件。 中国现行法关于国际海事条约国内适用的规则仍显单薄，不少争议问题仅靠学理上的解释尚不能充分指导司

法实践，仍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等途径予以补充。
关键词：《海商法》；国际条约；适用范围；涉外因素；冲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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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在施行三十余年后于 ２０２５ 年完成首次修订。 修订后的《海
商法》（简称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有不同规

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本款是关于国际海事条约①在中

国国内适用的规定。 此次修订除将本款规定的位置由“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调整至“附则”章外，未作实

质性修改。② 但国际海事条约的适用在中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历来存在诸多争议及难点，根源应是自《海商

法》于 １９９３ 年施行以来，本款始终未能获得准确且充分的解释，以及其他配套规则尚不充分。 这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事条约在中国国内适用的共性问题。 本款应属不完全法条，性质与参引性规范较为接近，
未包含实质性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③ 因此，本文将主要围绕本款的规范意旨展开评注，以国际海事条约

适用范围的主要争点为中心对本款作出正当解释。

一、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的规范定位

（一）规范目的与沿革

本款的规范目的是为国际海事条约在中国国内的适用提供依据，明确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条

约的国内适用本应属于宪法性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未作规定。 中国关于条约的专门法律仅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顾名思义，其中也仅涉及中国同外国缔结条约的程序，而未规定条约

缔结后的国内适用问题。 ２０２３ 年通过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作为宪法相关法，其第 ３１ 条

第 １ 款规定：“国家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适用条约和协定。”《海商法》等法律的规定可以认为是国家在民事

领域实施条约的具体措施。

①

①
②

③

基金项目：２０２５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学术研究项目“《海商法》修订参照适用立法技术研究”（２５ＳＧＣ０７６）
作者简介：孙思琪，男，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本文所称国际海事条约，仅指民事统一实体法条约，而不包括关于国际海事安全的技术性条约。
仅有的一处文字表述修改是将第 １ 分句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即将“同”修改为“与”。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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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的沿革须与国际条约国内适用规则在中国的整体变化协同分析。 原《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第 １４２ 条第 ２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

外。”自此通过民事法律或综合性法律的民事部分规定民事条约的国内适用，在中国渐成通例，类似的规定

至少包括《海商法》 （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６８ 条第 １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简称《票据法》） （１９９５ 年）
第 ９５ 条第 １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简称《民用航空法》）（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８４ 条第 １ 款。①

原《民法通则》第 １４２ 条第 ２ 款位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章，其中的多数内容在 ２０１０ 年被《中华

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更新并替代，但后者未延续规定

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 立法机关给出的理由为：“国际条约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对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各
方面有不同意见，实践中也有不同做法。 在本法中对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不作规定为宜。 本法对该问题不

作规定，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有关规定仍然适用，以后在其他法律中还可以再作规定。 据了解，国
外一般也不在法律适用法中规定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②但更重要的原因或是，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规则

被认为不属于冲突规范，而是关于民法适用范围的规定，故而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简称《民法

典》）编纂时另行规定于总则部分。③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条规

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涉及适用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

四十二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

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等法律规定予以适用，但知识产权领域的

国际条约已经转化或者需要转化为国内法律的除外。”当时此种规定的目的是明确国际条约的适用仍应适

用原《民法通则》等法律的规定，解决司法实践中条约适用的法律依据问题。④

此后，无论是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还是《民法典》，均未对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作出规定。 前

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条的规定，也在 ２０２０ 年末为实施《民法典》而清理

司法解释时删除，理由是其中援引的原《民法通则》第 １４２ 条未被《民法典》吸收，故而将国际条约的适用问

题留待将来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统一规定。⑤ 由此导致在《民法典》时代，中国立法上缺少关于民事条约国

内适用的一般规定，而仅在若干单行法中设有针对特定领域的专门规定。
为弥补上述缺陷，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

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解释》）公布。 《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解释》第 １
条第 ２ 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述法律调整范围之外的其他涉外民商事案件，涉及适用国际条约的，参照

上述法律的规定。 国际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

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可见，目前民事条约在中国的适用，总体而言仍然维持原《民法通则》确立的规则。
《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６８ 条第 １ 款总体上复述了原《民法通则》第 １４２ 条第 ２ 款的规定，而新《海商

法》将本条移至“附则”章，此种变化自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

①

②

③
④

⑤

虽然《现行有效法律目录》将《民用航空法》归入经济法，但《民用航空法》（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８４ 条第 １ 款关于国际条约国内适用的规定位
于“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该章主要规定冲突规范，解决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故而第 １８４ 条第 １ 款所指的国际条约应当也仅限于民
事条约，对应该法关于民用航空器物权、民用航空运输合同的民事法律部分。 与此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简称《海上
交通安全法》）（２０２１ 年修订）“附则”章第 １２１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
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海上交通安全法》属于行政法律，其中几无民事内容，故而此处的国际条约主要是指海上交通
安全管理领域的公法性条约。 参见黄薇、黄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３０９ 页。
类似的情形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２０２３ 年修订）第 １２３ 条，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简称《生态环境法典》）吸收为第 ７４５ 条。

孙安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７ 号，
第 ６４６ 页。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则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２１ 页。
参见高晓力：《〈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０⁃２１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实施民法典清理司法解释修改条文（１１１ 件）理解与适

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５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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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方才出现，立法机关对此并未说明原因，①立法机关组织编写的释义也未涉及此一变

动。②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审议通过的修订后的《民用航空法》第 ２６０ 条第 １ 款同样作出了相应修

改。 可能推得的理由应当仍是将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理解为关于民法适用范围的规定，特别是将其作为法

律适用关系的条款，故而置于具有辅助属性的附则部分。③

（二）规范性质

关于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及同类规范是否属于冲突规范，应当通过对比冲突规范的概念及结构

加以判断。 学理通说认为，冲突规范是指国内法或国际条约规定的指明某一涉外民事关系应当适用何种法

律的规范。④ 此时需要明确的问题是，此处的适用何种法律，是否包括在国内法与国际条约之间的选择。 冲

突规范是用于解决法律冲突的规范，而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律体系因

内容不一致而竞相要求被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现象。⑤ 既然法律冲突是指不同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⑥那

么解决法律冲突的冲突规范，应当也仅限于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之间进行选择，而不涉及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的

关系。 同时，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也不符合冲突规范的特征。 冲突规范具有由范围和系属组成的独

特结构，而本款既无具体的范围，也未指向特定的系属。 因此，本款确实不应归入冲突规范。
包括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在内，对于原《民法通则》第 １４２ 条第 ２ 款及以其为原型的法律规范，

也有观点称之为“法际私法”或“法际法”，意指解决一国民商法中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冲突的法律，例如解决

国际法与国内法、成文法与习惯法、一般法与特别法等相互之间的冲突。⑦ 由此亦可说明，此类规范至少有

别于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冲突规范。
至于本款是否属于关于民法适用范围的规范，不同于冲突规范，民法适用范围的规范是一个颇为宽泛的

概念，民法对空间、时间、人的适用范围乃至于关于参照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定，均可归入其中。 也

正因如此，仅因本款规定涉及了民法的适用范围并不能够当然决定其位置安排。 例如，《民法典》第 １２ 条及

原《民法通则》第 ８ 条关于民法效力范围的规定显然亦属此类，但其位置均不在“附则”。 但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是法律的“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还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其内容其实均不限于冲突规范，
还可能包括处理识别、反致、法律规避等问题的辅助规范。⑧ 民事条约的国内适用显然也是确定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的重要环节，故而《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将相应规定安排在“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并无明显不

妥，反而是调整至“附则”章后可能引发一些歧见，例如条约的适用是否须以具有涉外因素为前提，对此容后

详述。

二、条约适用是否以具有涉外因素为前提

中国学理传统上认为，国际海事条约在中国国内的适用仅限于涉外关系，即必须具有涉外因素。⑨ 其中

一项重要的理据是法律的体系解释，即《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６８ 条第 １ 款位于“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
故而是涉外关系法律适用规则的组成部分。 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位于“附则”章，由此可能引发的疑

问便是，条约的适用是否仍以具有涉外因素为前提？ 中国现行法并未对该疑问作出明确回应。 对此应从以

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即国际条约自身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国际条约的目的与功能、中国关于国际条约适

用的司法实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根据有关专家询问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得到的回复，此种位置调整只是为与《海上交通安全法》《海洋环境保护
法》等法律协调一致，别无其他特别意图。 但《海上交通安全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并无关于涉外关系法律适用的专章，其性质及体系与《海商
法》《民用航空法》存在明显区别。

参见黄薇、王刚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释义》，中国法治出版社 ２０２６ 年版，第 ４２４⁃４２６ 页。
参见邓世豹主编：《立法学：原理与技术》，中山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１６⁃３１７ 页。
参见《国际私法学》编写组编：《国际私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１３１ 页。
参见陈卫佐：《比较国际私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规则和原理的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１ 页。
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冲突泛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法律同时调整同一法律关系而产生矛盾的现象。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

（第 ３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８３ 页。
参见李旺：《论国际民商事条约的适用———以国际民商事条约与国际私法的关系为视角》，载《法学家》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１ 页。
参见刘铁铮、陈荣传：《国际私法论》（修订 ６ 版），三民书局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５０８ 页。
参见胡正良主编：《海事法》（第 ３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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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条约自身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

关于国际条约的适用，首先必须考虑条约本身对适用范围的规定。 纵观中国已参加的国际海事条约的

适用范围，《１９１０ 年统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简称《１９１０ 年船舶碰撞公约》）和《１９７４ 年海

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简称《１９７４ 年雅典公约》）分别以不同方式强调了涉外因素，前者第 １２ 条

排除了利害关系人及受案法院均属同一国家的情形，而后者第 ２ 条则规定必须是国际运输。 但其他条约却

未在涉外因素方面作出明确限定。 中国虽然对《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适用于内陆水域作出了保留，但在中

国沿海发生的救助仍然可能不具有涉外因素。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船舶污染损害赔偿的《１９９２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简称《１９９２ 年油污

公约》）和《２００１ 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简称《２００１ 年燃油公约》），二者第 ２ 条关于适用范围

的规定相同，采用损害发生地主义而非属人主义，即不论事故发生于何地，也不论船东的国籍、住所或居所为

何，均属无涉，而将适用的重点放在污染造成的损害是否位于缔约国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① 因此，在公约

适用的地理范围内，公约的适用将排除其他规范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的国内法。② 可见国际海事条约本身的

适用范围并未严格限定在具有涉外因素的情形。
（二）国际条约的目的与功能

民事领域制定国际条约的目的，首先是尽量统一对应的法律制度。③ 例如，海事领域早期的《海牙规则》
《１９１０ 年船舶碰撞公约》《１９１０ 年统一海难援助和救助若干法律规定公约》（简称《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条约

全称均明确指出立法目的是“统一若干法律规定”（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ｌａｗ）。 以《海牙规则》为例，公
约的目的是在国际层面就基于提单的海上货物运输建立一组具有一般适用性的统一规则，公平界定船货双

方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以此促进国际海上贸易、减少纠纷并增强交易关系的可预见性。 ２００８ 年《鹿特丹规

则》序言部分更是进一步强调，采用统一规则将增进法律的确定性。
据此，国际条约追求的国际统一，不是为了替代一国的国内法，而是在交易关系可能涉及多个法域的场

合，即不只一国的国内法可能适用时，通过将适用法律指向条约确立的统一规则，消除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法律风险及责任的可预见性对于商人而言至关重要。 至于不存在涉外因素的情形，适用法律本就固定于明

确的特定法域，而不存在此种不确定性，自然也就没有通过条约寻求统一规则的需要。
如果将国际条约适用于没有涉外因素的情形，可能导致国内法律被架空。 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功能本

就不同。 国际条约由于需在代表不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取得多数认同，通常对创设的法律制度内容进行限定，
即限于能够取得多数认同的必要内容，而不过分追求法律制度的完整性。 对于不能得到多数国家认同的内

容，留待国内法各自作出规定。 国内法却需要注重一项法律制度的完整性。④ 但仅就《海商法》而言，至少其

中“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章、“船舶碰撞”章、“海难救助”章、“船舶油污损害责任”章的绝大多数规定来自中

国参加的国际条约。 此时如果允许国际条约在没有涉外因素的情形下适用，以上各章的规定将几乎再无适

用的空间。
（三）中国关于国际条约适用的司法实践

以《１９９２ 年油污公约》为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司法实践与公约本身规定的适用范围并不完全一致，
而是仍将公约整体上的适用限定在具有涉外因素的情形。

２００５ 年《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１４１ 条明确规定：“我国加入的《１９９２ 年国际

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适用于具有涉外因素的缔约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包括航行于国际航线

的我国船舶在我国海域造成的油污损害赔偿纠纷。 非航行于国际航线的我国船舶在我国海域造成的油污损

害赔偿纠纷不适用该公约的规定。”２００８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航行国际航线的我国船舶在我国海域造成

油污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的答复》再次重申，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的，不适用中国加入

①
②
③

④

参见黄裕凯：《２００１ 年燃油污染损害责任及赔偿国际公约》，２０１５ 年自版，第 １４４ 页。
Ｓｅｅ Ｃｏｌｉｎ ｄｅ ｌａ Ｒｕ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ｒ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２３， ｐ．９９．
也存在个别例外。 以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通过的《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为例，公约的目的是创设一种新型运输单证，而此种单证在

此之前严格而言并不存在，相应的法律制度也就无所谓统一与否。
参见胡正良：《论两大变局背景下我国对于国际商事条约的应然立场》，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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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９９２ 年油污公约》。
与此稍有不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５ 条第 １

款规定：“油轮装载的持久性油类造成油污损害的，应依照《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１９９２ 年国际

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规定确定赔偿限额。”其中统一规定适用《１９９２ 年油污公约》确定的赔偿限额，并
未区分是否具有涉外因素。 但作出此种规定主要是由于《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
第 ５０ 条第 １ 款已经规定责任限额不区分国际、国内航线而并轨适用。 此种规定并不当然意味着认可《１９９２
年油污公约》可以适用于国内沿海运输，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基于《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１０ 条第 ２ 款（即
新《海商法》第 ２１９ 条第 ２ 款）的授权，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对国内沿海运输的责任限额作出规定，①只是

在数值上采取了《１９９２ 年油污公约》规定的限额而已。 因此，中国司法实践至少在整体上并不认可国际海事

条约适用于不具有涉外因素的情形。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解释》已在标题中明确是“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

司法解释，且其第 １ 条第 １ 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调整的涉外民商事案件，
涉及适用国际条约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予以适用。”由此可以

认为，至少就该司法解释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时仍以存在涉外因素为前提。
诚然，在其他法域的司法实践中，确有将国际海事条约适用于不存在涉外因素的案件的情况。 例如，希

腊是《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的缔约国，比雷埃夫斯上诉法院第 ２５５ ／ ２０２０ 号判决明确指出：缔约国法院受理

的救助案件均适用《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无论救助方或被救助船舶的国籍如何，也无须存在任何其他涉

外因素。 特别是希腊未对该公约作出任何保留，故而该公约也适用于在内河水域由内河船舶提供或向内河

船舶提供的救助。② 但根据中国既往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条约的目的及功能，可以基本确定在当前及今后

一个时期内，中国法院仍将以存在涉外因素作为适用国际条约的前提条件，虽然中国参加的部分国际条约在

适用范围方面并无此种限制。

三、条约适用与冲突规范的关系

国际条约适用与冲突规范指引准据法之间是何种关系，应是国际条约在中国适用最为突出的争议之一。
比较法上关于民事条约即统一私法与国际私法的一般关系，历来也存在各种争论。③ 从国际私法的角度，关
于民事条约的适用路径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案件事实符合中国参加的条约的适用范围，
即应适用条约，而不必考虑冲突规范确定的准据法；另一种观点认为，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首先应当经

过冲突规范的指引，如果此时准据法的对应法域是特定条约的缔约国，且符合条约的适用范围，方可适用条

约。 前者也被称为直接调整方法或非国际私法模式，后者则被称为间接调整方法或国际私法模式。 后者的

基本原理是将条约视为纳入国内法体系的法律制度，国际条约成为国内法律的组成部分。④ 两种路径各有

利弊，前者可能背离当事人关于法律选择的主观意愿，尤其是在冲突规范原本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场景

中，而后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条约的适用，使条约实际获得适用的情形窄于其本身规定的适用范围，从
而降低法律统一的效果。

（一）条约适用与冲突规范关系的中国实践

１．《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适用的借鉴意义

首先值得参考的应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简称 ＣＩＳＧ），其第 １ 条第 １ 款对适用范围规定如下：“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

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ａ）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ｂ）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

①

②
③

④

参见刘寿杰、余晓汉：《〈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７ 期，
第 ３８ 页。

Αριθμóς Απóφασης ２５５ ／ ２０２０．
参见［日］潮见佳男、［日］中田邦博、［日］松冈久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精解》，［日］小林正弘、韩世远译，人民法院出

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２ 页。
参见李旺：《中国法院适用国际民商事实体法条约的路径———对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

国际惯例典型案例的展开》，载《法学杂志》２０２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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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缔约国的法律。”ＣＩＳＧ 在主要法域的实践总体上已经确认了公约优先于冲突规范适用。 大量案例显示，缔
约国的法院或仲裁庭依据第 １ 条第 １ 款（ａ）项直接适用 ＣＩＳＧ 的做法颇为常见。 《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执行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也提及，中国公司与 ＣＩＳＧ 缔约国公司之间达成的货物买

卖合同，如未另作法律选择，ＣＩＳＧ 应当自动适用。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 ＣＩＳＧ 的判例法汇编也明确

指出：“在实施国际统一的实质性规则的国家，法院在诉诸国际私法规则之前，必须确定这些国际统一的实

质性规则是否适用。 这就意味着对《公约》的援用优先于对诉讼地的国际私法规则的援用。”①

据此 ＣＩＳＧ 第 １ 条第 １ 款（ａ）项实际是设置了一种自主适用的规则，而无须考虑法院地的冲突规范；②至

于（ｂ）项关于国际私法规则的规定，仅在（ａ）项无法适用时方才予以考虑。③ 基于（ｂ）项的适用被称为间接

适用，与（ａ）项规定的直接适用对应，其目的是为扩大 ＣＩＳＧ 的适用范围，但中国对此作出了保留。 因此，如
果个案本身不符合（ａ）项规定的适用范围，而国际私法规则指向适用中国法，即便中国是 ＣＩＳＧ 的缔约国，也
仅能适用中国的国内法，而不能适用 ＣＩＳＧ。④

考察中国的司法实践，虽然已普遍认可 ＣＩＳＧ 应当优先适用，⑤但关于公约适用与冲突规范关系的论述

却不甚清晰。 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第 １０７ 号为例，法院在论证 ＣＩＳＧ 的适用时依次给出了以下理由：
（１）合同关系具有涉外因素；（２）当事人选择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３）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新加坡和德国

均为 ＣＩＳＧ 缔约国；（４）美国也是 ＣＩＳＧ 缔约国；（５）当事人未排除 ＣＩＳＧ 的适用。⑥ 但关于当事人选择适用美

国纽约州法律且美国也是 ＣＩＳＧ 缔约国，对于 ＣＩＳＧ 的适用有何影响，指导性案例的文本并未作出解释。 其

他一些案例在论述 ＣＩＳＧ 的适用时，甚或是将 ＣＩＳＧ 作为准据法的选项之一加以评价。 例如，在“德国某医疗

技术公司诉宁波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判决书的论述是：“关于准据法的适用问题，德国某医

疗技术公司主张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宁波某公司则认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而法院的判决并未澄清 ＣＩＳＧ 与中国法律至少在法律选择层面，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⑦

２．中国关于国际海事条约适用与冲突规范关系的司法实践

中国司法实践关于国际海事条约的适用论述更为模糊，原因应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现行法本身确无关

于条约适用与冲突规范关系的明确规定；二是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至少在文义上将条约的适用限定

在“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情形，而中国参加的国际海事条约多数也在《海商法》中获得了充分的移植或借

鉴，也即较少存在“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情形，导致法院最终适用的裁判依据是《海商法》而非条约。 最为

典型的是在中国可以检索到的裁判文书中，鲜有适用《１９１０ 年船舶碰撞公约》作为裁判依据的案例，或许正

是因为公约的核心规则已经完全被移植至《海商法》“船舶碰撞”章。
至于其他国际海事条约，裁判文书即使确将条约作为裁判依据，通常也不会直接论述条约适用与冲突规

范的关系。 首先就《１９７４ 年雅典公约》而言，直接适用公约的典型案例应是著名的“‘蓝宝石公主’号案”。
法院虽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作为首个争议焦点，但仅讨论了在中国法与英国法之间如何选择，并最终基于最

密切联系原则认定应当适用中国法，其中始终未涉及公约的适用问题。 此后直到在第三个争议焦点部分讨

论承运人单位赔偿责任限制的丧失时，方才援引《１９７４ 年雅典公约》进行说理。⑧ 本案最终列出的裁判依据

是《１９７４ 年雅典公约》而非《海商法》。
其次就《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而言，较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加百利’轮案”。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再

审判决书的说理部分率先指出，中国加入了《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公约确立的宗旨在本案中应予遵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判例法摘要汇编》，联合国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４ 页。
Ｓｅｅ Ｉｎｇｅｂｏｒｇ Ｓｃｈｗｅｎｚｅｒ ｅｄ．，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ｒｉｅｍ ＆ Ｓｃｈｗｅｎｚｅ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ＣＩＳＧ ）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３９．
参见［日］潮见佳男、［日］中田邦博、［日］松冈久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精解》，［日］小林正弘、韩世远译，人民法院出

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３ 页。
参见李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１２ 页。
参见“青岛某某公司诉北美某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 ２０２４⁃１０⁃２⁃０８４⁃００５。
参见“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１０７

号（２０１９ 年）。
参见“德国某医疗技术公司诉宁波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 ２０２４⁃１０⁃２⁃０８４⁃００１。
参见“羊某某与英国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浙江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上海海事法院

（２０１６）沪 ７２ 民初 ２３３６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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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后法院的论述逻辑却是，本案具有涉外因素，而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国法，故而应当适用《海商法》。
虽然法院在后续说理中多将公约和《海商法》并列援引，但最终列出的裁判依据仅有《海商法》。①

相对较为清晰的应是适用《１９９２ 年油污公约》和《２００１ 年燃油公约》的情形，这应当也与原《海商法》未
规定船舶油污损害责任制度有关，即公约对应的国内法当时在中国仍有较大缺失。 例如，在著名的“‘达飞

佛罗里达’轮案”中，二审法院的论述是本案作为涉外民事纠纷，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国法律，同时因为中

国是《２００１ 年燃油公约》的缔约国，故而本案应当适用公约；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却未讨论准据法问题，而
是直接说明中国加入了《２００１ 年燃油公约》，本案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应当优先适用公约，对于公约未规定

的事项则应适用中国国内法及其司法解释。② 更为清晰的是“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嘉兴市生态环境

局、嘉兴市农业农村局与主权光荣公司海事债权确权纠纷案”，宁波海事法院的论述逻辑是，本案属于《１９９２
年油污公约》的适用范围，应当优先适用公约，同时根据冲突规范本案应当适用中国法，故而对公约未规定

的事项应当适用中国法。③ 可见法院认为公约的适用应当优先于冲突规范的指引。
（二）条约适用与冲突规范关系的应然模式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认为，至少就国际海事条约适用与冲突规范的关系而言，中国司法实践并未形成稳

定的通行模式。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条约的适用始终应当围绕条约本身规定的适用范围展开。 中国当前的

司法实践虽然大致遵循此种思路，但其中适用的条约均以对中国生效为前提。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个案

符合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的适用范围，应当如何处理。 例如，如果提单在日本签发，海上货物运输的起运港

为日本东京港，目的港为中国上海，由于日本是《海牙－维斯比规则》的缔约国，此种情形符合公约第 １０ 条

第 １ 款规定的适用范围，但中国并未参加公约。 既然中国不是《海牙－维斯比规则》的缔约国，虽然案件符合

公约的适用范围，但要求中国直接适用公约仍然缺乏必要的正当性。 此时退而求其次的适用路径便是冲突

规范指引的准据法，即在符合条约适用范围的前提下，如果准据法对应的法域是条约的缔约国，条约仍应获

得适用。 相反，如果此时排除公约的适用，获得适用的准据法实则并不完整，甚至不正确。 例如，日本是

《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的缔约国，故而在日本法下，具有涉外因素的海难救助适用公约，不具有涉外因素的海难

救助则适用日本《商法》关于海难救助的规定。④ 如果将日本《商法》的规定适用于具有涉外因素的海难救

助，也就意味着违反了日本法本身的规定。
此时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基于冲突规范即国际私法规则适用条约，是否符合中国关于条约适用的一贯立

场，毕竟中国至今对 ＣＩＳＧ 第 １ 条第 １ 款（ｂ）项仍有保留。 一般认为就此项作出保留的国家，本意是不扩大

公约的适用范围，从而使得本国的有关法律、特别是涉外商事法律有机会获得适用。⑤ 但事实上 ＣＩＳＧ 与中

国合同法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实质上应属互补关系，即中国合同法就一般合同法问题作出规定，而 ＣＩＳＧ
就货物买卖合同作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具体规定。⑥ 因此，中国对 ＣＩＳＧ 第 １ 条第 １ 款（ｂ）项的保留本非绝对

必要。 而且，至少就国际海事条约而言，允许基于冲突规范指引的适用并不会挤压中国国内法的适用空间。
例如在前述举例中，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的准据法是日本法，即使排除基于冲突规范适用《海牙－维斯比规

则》，取而代之的适用法律也应是日本法而非中国法。 此外，近年来在一些国际条约的谈判进程中，中国不

乏主动建议将国际私法规则指引的情形也纳入条约适用范围的举动。 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为
例，中国代表团曾明确建议公约的适用范围应当包括“国际私法规则指向适用一缔约国法”的情形。⑦

至于中国及准据法对应法域均未参加的条约，即使符合条约的适用范围，恐怕也无法找到合适的路径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与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再 ６１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与普罗旺斯船东 ２００８⁃１ 有限公司、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罗克韦尔航运有限公司海难救助与船舶污
染损害责任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 ２０２３⁃１０⁃２⁃１９６⁃００１。

参见“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兴市农业农村局与主权光荣公司海事债权确权纠纷案”，宁波海事法院
（２０１９）浙 ７２ 民初 １３１８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日］中村真澄、［日］箱井崇史：《日本海商法》，张秀娟、李刚、朴鑫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３３０⁃３３１ 页；松井信憲 ＝大野晃宏
『一問一答·平成 ３０ 年商法改正』（商事法務，２０１８ 年）１４０ 頁参照。

参见张玉卿编著：《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第 ３ 版），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７ 页。
参见李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对于国际商事法统一适用的贡献———纪念〈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实施 ２０ 周

年》，载《国际经济法学刊》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第 ２２１ 页。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ｂｌｅ Ｃａｒｇｏ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 ／ ＣＮ．９ ／ １２１４， １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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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条约。 因为从司法主权的角度，要求中国适用此类条约并无正当性。 因此，国际条约适用与冲突规范的关

系可见图 １。

图 １　 国际条约适用与冲突规范的关系

四、条约适用的其他问题

（一）《海商法》无对应章节的条约的适用

《海商法》在体系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应是除“总则”章、“附则”章外的每章均对应一项具体的海商法律

制度，由此决定了《海商法》的适用范围具有封闭性，即对于本法未设专章规定的制度，即使构成第 １ 条所称

“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实际也无适用本法的空间。 此种特征对国际海事条约适用提出的问题是，如果

特定条约在《海商法》中并无对应的制度，应当如何适用？ 法律依据是否仍是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
最为典型的应是《２００７ 年内罗毕国际残骸清除公约》，而《海商法》并未规定残骸打捞清除制度。 分析

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的文义，其中设置的适用条件是“国际条约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既然本法不

存在对应的法律制度，条约与本法之间应当根本不具备比较的基础，也就无所谓相同与否，此类条约的适用

不应以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为依据。① 可供佐证的是，《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解释》第 １ 条第 ２ 款第 １ 句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述法律调整范围之外的其他涉外民商事案件，涉及适用国际条约的，参照上述法律的

规定。”可见，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仅能适用于本法调整范围内的海商法律制度对应的条约。 其他国

际海事条约的适用依据应是《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解释》第 １ 条第 ２ 款，并在此基础上参照新《海商法》
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实际的适用方法应与《１９１０ 年船舶碰撞公约》等条约并无明显不同。

（二）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的适用

１．条约内容作为合同条款的合同自由基础

讨论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通常仅指已对本国生效的条约。 但海事领域条约数量众多，未对本国生效的

条约也时常涉及能否适用的问题。 关于通过准据法适用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上文已有分析，此处主要讨论

基于当事人合意选择而适用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 中国现行法的相关规则主要见于司法解释，《适用国际

①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则是，既然本法不存在对应的法律制度，条约与本法的规定自然也就不同，此时应当适用条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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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和国际惯例解释》第 ４ 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该国际条约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或者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此前，《〈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

（一）》第 ７ 条对此亦有规定。
上述情形在海事领域最为常见的表现应是当事人在提单条款中约定适用《海牙规则》或《海牙－维斯比

规则》。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起草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内部就此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

将此情形作为当事人约定适用外国法的情形，二是将此类国际条约视为国际惯例，三是将此类国际条约视为

当事人之间合同的组成部分。 该司法解释最终采纳了第三种观点，理由之一是可以一并解决当事人援引不

具有强制性拘束力的国际示范法、统一规则的问题。① 因此，此种适用的法理基础是实体法上的合同自由原

则，不属于国际私法上的法律适用问题，②实质上已不再是条约本身的适用。
此种适用以合同自由为基础，故而即使没有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仍不妨碍当事人作出此种约定。 司法

解释的作用更多是澄清此种约定的合法性。 至于约定的内容是否有效，应当依据确定合同内容的方法处理。
例如，当事人不仅可以约定适用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应当也可约定适用已对中国生效的条约，特别是针对

不属于条约适用范围的情形。 以海难救助为例，新《海商法》第 １８０ 条第 ３ 款规定：“除本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关于撤销或者变更救助合同和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关于防止或者减轻生态环境损害的规定外，
本章其他规定仅在救助合同没有约定或者没有不同约定时适用。”据此，《海商法》“海难救助”章除关于撤销

或变更救助合同、防止或减轻生态环境损害的规定为强制性规定外，其余均为任意性规定，允许当事人另作

约定。③ 如果当事人就不属于《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适用范围、但属于《海商法》“海难救助”章适用范围的

海难救助，例如不具有涉外因素的救助，约定适用《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亦应认为约定有效。
２．条约内容作为合同条款的具体要点

关于上述司法解释确立的条约内容作为合同条款的规则，应有以下四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解释。
第一，条约本身是否必须生效？ 例如，当事人约定使用可转让货物单证，并就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约定适用尚未生效的《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此种约定是否有效？ 从上述司法解释的法律效果及立

法本意来看，既然条约的内容是当事人之间合同的组成部分，即本质上是将条约的规定并入合同，条约是否

生效应当并不重要。 而且，如果当事人约定适用不具有强制性拘束力的示范法、统一规则尚且有效，未生效

的条约自不待言。 但是，无论当事人约定适用的条约是未生效还是仅为草案，至少应当已是一个正式、公开

的文本，而不能只是阶段性的内部草案，否则将会影响法律适用的基本秩序。
第二，是否仅限于合同关系的情形？ 上述司法解释明确采用了“在合同中援引”的表述，是否意味着当

事人通过约定适用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仅限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等合同关系的情形？ 例如，当事人能否就

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约定适用《船舶碰撞损害赔偿国际公约（草案）》（即《里斯本规则草案》），或者就船舶运

输有毒有害物质造成污染的损害赔偿约定适用《国际海上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损害责任及赔偿公约》？ 仅就

上述规则的文义而言，此处“在合同中援引”所指的合同，本应不限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等法律关系本身依

托的合同，即基础合同关系，而也可包括关于法律适用的协议，因为针对合同关系和侵权关系选择适用法律

在正当性方面应当并无差异。 特别是在冲突法领域，已经逐步认可对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同样实行一定程

度的意思自治。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４４ 条第 ２ 句对此已有明确规定，新《海商法》第 ３０１ 条第 ２
款也针对船舶碰撞责任增加规定了意思自治原则。 但就侵权关系而言，如果认可约定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
前述将条约视为合同组成部分的观点便无法成立，而且也不符合此种适用是以实体法上的合同自由而非国

际私法上的法律适用为基础的原理。 因为侵权关系的法律冲突解决虽然引入了意思自治原则，但作为实体

法的侵权责任法却更多具有强行法色彩，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不允许当事人协商改变。④ 因此，

①

②

③
④

参见高晓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解读》，载《法律适用》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４１ 页。

参见李旺：《中国法院适用国际民商事实体法条约的路径———对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
国际惯例典型案例的展开》，载《法学杂志》２０２６ 年第 ２ 期，第 ６ 页。

参见初北平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新旧对照与适用指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６ 年版，第 ２１１ 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 ３ 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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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规则能否涵盖侵权关系，仍有待司法实践进一步释明。
第三，适用的条约内容不得违反强制性规定。 当事人约定适用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适用的条约内容不

得违反中国法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尤其是对中国法律已有强制性

规定的事项，条约的内容不应适用。 较为典型的实例应是诉讼时效的强制性。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９７ 条的规

定，诉讼时效在中国具有强制性，即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和中止、中断事由均由法律规定。 《海牙－维
斯比规则》则是时效规则任意性程度较高的国际海事条约，其第 ３ 条第 ６ 款规定：“除非从货物交付之日或

应交付之日起一年内提起诉讼，承运人和船舶在任何情况下都免除对于货物的任何责任。 但是，诉讼事由提

出后，如经当事方同意，该期限可以延长。”据此便有观点提出疑问：如果当事人约定适用《海牙－维斯比规

则》，中国法院是否当然认为其中关于协议延长时效期间的内容无效？① 事实上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颇

为明确，中国未参加《海牙－维斯比规则》，而其中关于协议延长时效期间的规定违反了《民法典》第 １９７ 条的

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易言之，当事人约定适用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条约的内容只能作为中国法律的补

充，即就中国法律未作规定的事项适用，或者替代中国法律的任意性规定。
此处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应是所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印

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 １５ 条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但《民
法典》时代已不再明确遵循此种区分，而是改采无效为原则、有效为例外的模式。 《民法典》第 １５３ 条第 １ 款

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６ 条对

此作出了包括类型化列举在内的具体规定。 据此判断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条款是否无效，关键是在规范

保护利益与合同利益之间进行实质的价值权衡，避免强制性规定体现的公权管制过度介入合同体现的私人

自治，②尤其需要判断是否必须通过否定合同效力来实现强制性的立法目的。③ 由于本文讨论的国际条约限

于海事领域的民事统一实体法条约，此类条约及其对应的中国国内法强制性规定鲜少涉及公权管制，也即此

处的强制性规定原则上均属传统理论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此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条款无效。
第四，条约能否单独作为准据法？ 特定条约能否作为与各个法域的国内法平行的选项，由当事人直接作

为准据法选择适用？ 例如，当事人不是选择中国法作为准据法，而是直接选择某一条约，比如《海牙－维斯比

规则》或《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 该问题本身并不局限于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的适用，但认可条约内容作

为合同条款的结果将对此产生直接影响。 既往的一些规则似乎对此持认可态度，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第 ３９ 条规定：“……对于涉外合同纠纷案件，人民法院一般按照如

下办法确定应适用的法律：（１）适用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外国法或者有关地区的

法律；……”然而，就实际效果而言，此种做法似乎并无必要。 如果是已对中国生效的条约，且属于条约的适

用范围，本就应当适用条约；如果是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或虽已生效但不属于条约的适用范围，则应遵循将

条约内容作为合同条款的路径。 除此以外并无需要将条约单独作为准据法的情形。 而且，准据法的一项重

要要求是完整性，即对冲突规范调整范围之内的事项始终有可适用的规定，即使只是兜底性规定。 与此截然

相反的是，条约能够供给的规则必然有限，即使周延如 ＣＩＳＧ，第 ４ 条也明确规定公约仅处理合同订立、合同

当事人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的问题，而排除了合同效力、货物所有权等事项。 后者应当适用

国内法解决。④ 因此，采用间接调整方法即国际私法模式的场合，准据法只能是特定法域的国内法，条约应

当作为国内法的组成部分适用。
（三）保留制度及其新近发展

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第 ２ 分句规定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的但书。 一

国对于国际海事条约的特定条款作出保留，主要是基于两种考量。 一是为与本国的法律体系保持协调。 例

①
②
③
④

参见司玉琢：《海商法专论》（第 ４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４５８ 页。
参见谢鸿飞、蔡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释义：社科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１４２ 页。
参见杨巍：《合同通则：原理与案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２５９⁃２６０ 页。
参见张玉卿编著：《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３６⁃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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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国对于《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第 ３０ 条第 １ 款（ａ）项、（ｂ）项作出保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内陆水域尚

无水上救助法律制度。 而且，内陆水域的救助通常不具有涉外因素，不同法域之间追求共同规则即国际统一

的需求较小。 二是对于本国国家利益的保护。 例如，中国对于《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第 ３０ 条第 １ 款（ｄ）项
作出保留，主要是为避免外国船舶假借海难救助的名义打捞中国的文化财产。

目前不少国际海事条约已明确规定不允许缔约国作出保留，目的是确保在缔约国之间实现最大程度的

法律统一。① 例如，《鹿特丹规则》第 ９０ 条规定：“不准许对本公约作出保留。”应当注意的是，部分新近制定

的国际海事条约不再使用保留的概念，而是改采“选择适用”（ｏｐｔ⁃ｉｎ）和“选择不适用”（ｏｐｔ⁃ｏｕｔ）的方式。 选

择适用是指特定条款仅在一国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时声明适用，方才对该国具有约束力。 同样

以《鹿特丹规则》为例，其中“管辖权”章和“仲裁”章均为选择适用的规定。 《鹿特丹规则》第 ７４ 条针对“管
辖权”章规定：“本章的规定只能对根据第 ９１ 条声明其将受本章规定约束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选择适用

的方式是希望规制法院选择条款或仲裁条款的国家与不希望对此进行规制的国家之间妥协的产物。 选择适

用的方式允许后一类国家可以仅批准公约，但不选择适用对应的章节。② 选择不适用的含义与保留基本相

同，是指如果一国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时声明特定条款不适用，相应条款即对该国不具有约束

力。 仍以《鹿特丹规则》为例，第 ９２ 条规定了公约对于缔约国领土单位的效力，特别是拥有两个或多个领土

单位的缔约国。
值得稍作讨论的问题是，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第 ２ 分句的但书能否涵盖选择适用及选择不适用

的情况。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中国未选择适用或选择不适用的条款，原本就不对中国发生效力，也不在中国

履行条约必须信守义务的范围之内。 对此应当不必由中国国内法另行确认，前述但书规定更多只是强调了

保留的情形。 而且，选择不适用的法律效果与保留基本相同，应当能够为前述但书规定涵盖。 联合国国际法

委员会《条约保留实践指南》第 １．１．６ 条明确指出：“至于未选择适用的情形，前述但书的本意是明确条约中

未对中国生效的部分不在中国国内适用，法院在适用前述但书规定时，可以采用目的性扩张的方法使之涵盖

符合立法本意的未选择适用的情形，以此填补法律漏洞。”
（四）“与本法有不同规定”是否是条约的适用条件

自原《民法通则》第 １４２ 条第 ２ 款以来，中国关于民事条约适用的法律规则在文义上均表述为条约与本

法或中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方才适用条约的规定。 虽有民法学者基于条文的文义认为：“如国际条约的规

定与民事法律的规定不同，则应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如国际条约的规定与民事法律的规定相同，则应适

用民事法律的规定。”③但关于“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表述，是否意味着在适用条约时需要首先比较条约与

中国国内法规定的异同，原《民法通则》出台以来关于相关条文释义的著作几乎悉数语焉不详，大多只是复

述条文的内容，而未对此种明显可能引发疑问、且将直接影响条约适用程序的内容作出解释。④ 有学者解释

为“凡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有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⑤也有学者解释为：“如果国际条约有规定

的，那么就不适用第八章的规定；而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如果国际条约与中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瑞士］亚历山大·凡·基格勒、［瑞典］约翰·斯蔡林、［意大利］斯蒂佛诺·祖纳若礼主编：《２００８ 年鹿特丹规则》，郭萍、李莹莹
等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１１⁃３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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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王明锁、赵可星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条文释义》，河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７６⁃１７７ 页；交通部政策法规司、交通部法
律事务中心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条文释义》，人民交通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２３３⁃２３４ 页；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人
民法院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４８２ 页；司玉琢、张永坚、蒋跃川编著：《中国海商法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４１９ 页；卞耀武主编：《中
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释义》，企业管理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７０⁃１７１ 页；梁英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释论》，立信会计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版，第 ２１７⁃２１８ 页；于新年、曹守晔、刘俊海主编：《最新票据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２３４⁃２３５ 页；曹三明、夏兴华主编：《民用
航空法释义》，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９９⁃４００ 页；张皓若、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版，第 １５０⁃１５１ 页；黄薇、黄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３０８⁃３１０ 页。

参见周元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释义》，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７０ 页。



３４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７ 卷

的，也优先适用条约的规定。”①

考察中国既往的司法实践，法院在判决说理中明确比较条约与中国国内法异同的情形并不多见。 例如，
在“‘达飞佛罗里达’轮案”中，法院在论述《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的适用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第九章（海难救助）基本上是借鉴《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作出的规定，该法在与该国际条约一致规定范

围内也可在本案中一并适用。”②更多时候法院只是直接适用条约或中国国内法。 例如，中国法院关于船舶

碰撞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判决，很少将《１９１０ 年船舶碰撞公约》列为裁判依据，应当是认为公约的规定与《海
商法》“船舶碰撞”章相同，故而直接适用中国国内法。③ 再如，在“‘蓝宝石公主’号案”中，最终被列为裁判

依据的《１９７４ 年雅典公约》第 ６ 条和第 １３ 条第 ２ 款，应当认为与《海商法》 （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１５ 条第 １ 款和

第 １１８ 条第 ２ 款的规定相同。 然而，法院在判决书中未分析上述规定的异同，甚至也未援引《海商法》（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６８ 条第 １ 款（即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而是径直认为：中国加入了《１９７４ 年雅典公约》，本案

应适用《１９７４ 年雅典公约》。④ 可见，中国司法实践就此并未形成相对统一的通行做法及裁判规则。
如果严格按照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第 １ 分句的文义，将“与本法有不同规定”作为条约的适用条

件，在必要性及可操作性两个方面均有疑问。 首先，就必要性而言，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接受传统上不外乎两

种方法，一是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二是将条约纳入或称并入国内法而无须转化。⑤ 中国目前的规定介于二

者之间。 虽然《海商法》不少制度的规定与对应的国际海事条约总体相同，但并非为实施条约而转化条约的

结果，只是由于《海商法》具有较强的国际统一性，故而广泛移植了代表国际主流做法或趋势的条约。 暂且

不论《海商法》借鉴的不少条约中国并未加入，例如中国未参加包括《海牙－维斯比规则》在内的任何一部海

上货物运输国际公约。 即便是中国已经加入的《１９１０ 年船舶碰撞公约》《１９７４ 年雅典公约》《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

助公约》，《海商法》作为国内法的形成时间其实早于中国加入此类公约的时间。 既然在条约与中国国内法

规定不一致时，条约尚且可以优先适用，对于二者一致的情形何不同样适用条约的规定？ 由此也可避免对于

同一制度的不同部分，需要分别适用条约和中国国内法规定的繁琐情形。
至于可操作性，比较两种法律规则的异同，前提应是必须对二者作出准确的解释，而无论解释或比较，均

非轻而易举能够完成。 例如，“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是《１９８９ 年国际救助公约》的重要概念，通常译为

“环境损害”，公约第 １ 条（ｄ）项对其作出了定义；与此不同的是，《海商法》“海难救助”章此前采取的表述是

“环境污染损害”，２０２５ 年修订时又统一改为“生态环境损害”。 三种表述的含义是否相同，并非简单比较文

义即可确定。 由于移植公约过程中涉及语言翻译、与国内法协调等因素，类似的细节差异不在少数。 因此，
要求裁判者在确定法律适用前先行准确比较条约与中国国内法的异同，很多时候并不现实。 而且，新《海商

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将比较的对象局限于“本法”，应当认为并不准确。 以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为例，当法院需

要适用《１９９２ 年油污公约》时，应当比较的中国国内法并不限于《海商法》“船舶油污损害责任”章，至少还包

括《生态环境法典》或《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

五、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关于国际条约国内适用的规定源自原《民法通则》第 １４２ 条第 ２ 款，

①

②

③

④

⑤

顾昂然、王家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９８ 页。 此处的“第八章”指原《民法通则》“涉外
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章。

参见“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与普罗旺斯船东 ２００８⁃１ 有限公司、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罗克韦尔航运有限公司海难救助与船舶污
染损害责任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 ２０２３⁃１０⁃２⁃１９６⁃００１。

也有观点认为，对于直接调整方法或非国际私法模式，无须援引法际私法即可直接适用条约，故而也就不必比较条约与中国国内法是
否相同。 参见李旺：《中国法院适用国际民商事实体法条约的路径———对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
国际惯例典型案例的展开》，载《法学杂志》２０２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 页。

参见“羊某某与英国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浙江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上海海事法院
（２０１６）沪 ７２ 民初 ２３３６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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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５ 年修订时由“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移至“附则”章，其性质并非冲突规范。
第二，条约的适用首先应当依据条约本身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１９９２ 年油污公约》等条约的适用范围

并未局限在具有涉外因素的情形，但中国司法实践长期以来仍将具有涉外因素作为适用条约的前提条件。
新《海商法》第 ３０７ 条第 １ 款的位置调整应当无意改变此种做法。

第三，对于已对中国生效的条约，应当首先根据条约的适用范围确定条约是否适用，而后再由冲突规范

指引确定准据法；但对于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如果准据法对应法域是条约的缔约国，且符合条约的适用范

围，仍应适用条约。
第四，《２００７ 年内罗毕国际残骸清除公约》等《海商法》无对应章节的条约的适用，应以《适用国际条约

和国际惯例解释》第 １ 条第 ２ 款为依据。 当事人援引未对中国生效的条约时，条约以合同自由为基础、作为

合同的组成部分适用，此时不要求条约本身生效，但不得违反中国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是否同样适用于侵权

关系仍有待司法实践释明。 条约中如果存在中国未选择适用或选择不适用的内容，不应在中国适用。 虽然

法条文义上以“与本法有不同规定”作为条约的适用条件，但中国司法实践并未就是否先行比较条约与中国

国内法的异同形成通行做法，且其必要性及可操作性均有疑问。
第五，中国现行法关于国际海事条约国内适用的规则仍显单薄，不少争议问题仅靠学理上的解释尚不能

充分指导司法实践，仍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等途径予以补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０７（１）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ｄ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ＳＵＮ Ｓｉｑｉ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 Ｃｈｉｎａ； ２．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６２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０７（１）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ｄ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４２（２）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２５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ｉｔ ｗａｓ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Ｓｕｐ⁃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ｎｏｒｍ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ａｍａｇｅ， １９９２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ｔｏ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ａ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ｉｒｓｔ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ｎｏｒｍ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ｎｏｔ ｉｎ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ａ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ａ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ｌｌ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ｓ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ｉｌｌ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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